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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界，许多人把我国高等教育由“小”到

“大”再到“强”的发展道路和追求目标解读为“跟跑”

“并跑”“领跑”，该比喻十分形象，既是对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历程的准确描述，也是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

的真心期待。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

教育体系或一所大学的形成和发展轨迹，一般需要

经过从“移植”到“消化改造”再到“创新”的过程，只

有全链条地完成了这个过程，大学才能与本土文化

实现结合，才能达到屹立于世界大学之林的境界。

可以说，“跟跑”是模仿学习阶段，从“跟跑”到“并跑”

应该是“消化和改造”阶段，“领跑”一般是在“改造”

过程中达到的“创新”阶段，创新过程就是“本土化”

过程，也是大学转型发展的终极目标。

一、我国百年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与生成路径

分析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只有百余年历史，由于前 50
年国家积贫积弱，再加上抗战时期百余所高校西迁，

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十分缓慢。我国高等教育相对稳

定发展的时间只有改革开放后的 40余年，在这 40年
的后 20年，其发展规模和速度以及取得的各种成就

令世界刮目相看。但换一个角度审视我国近代大学

的产生、发展、转型和今日之型态，都会隐隐约约不

同程度地感受到西方大学的影子，既表现为外在的

大学建筑、各种大学仪式以及代表大学文化的各种

符号等，也有内在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架构现象，如董

事会、基金会、专业认证、学分制、书院制、本科生院、

通识教育、排行榜等。如果用“中国特色”作为标准

审视当下的中国大学，原汁原味的“本土元素”并不

是很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较简单，就是我国

大学的历史太短，“舶来”的内容太多，留下的痕迹太

重，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对“舶来”的西方模式及各

种做法缺乏系统的消化和改造。

后发外生型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或一所大学的

成功，几乎都绕不开从“移植”到“改造”再到“创新”

这三个发展阶段，只是不同国家和大学在各个阶段

消耗的时间和代价不同罢了。这三个阶段既是大学

转型发展的规律和发展逻辑，也是大学转型发展的

技术逻辑。后发外生型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

转型的成功，往往在“移植”阶段要面对和解决发展

中的“时间差”，要面对西方高等教育模式与本国国

情的“水土不服”，还要跳出起步阶段“移植”过程中

形成的“路径依赖”。探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

转型发展之路，有必要以这三个阶段为逻辑起点，以

“本土化改造”为标准，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走过

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从世界高等教育历史进程来看，意大利是世界

近代大学的发源地，而后欧洲各国效仿意大利的大

学模式，在欧洲又形成了具有不同国家特点的高等

教育制度和大学模式，比较典型的有英国、法国、德

国、荷兰等模式，这些国家又分别把自己的大学模式

带到了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国家。如我国的大学模式

来自欧美，美国的大学模式源于欧洲，非洲各国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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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源于各自的宗主国。从 19世纪中后期开始，

后发外生型国家的大学型态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模

仿欧洲大学开始。当然，在欧洲内部，各国的大学模

式也有差异，只是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博洛尼亚进程

的启动，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开始趋同，但各个

大学型态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后发外生型国家对欧

洲大学模式改造的程度不同，其大学的发展水平不

同。如果后发外生型国家某一个阶段的缺失或进行

得不够彻底，都有可能造成发展的偏差。

我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历史悠久，古代书院是

人们津津乐道的早期高等教育萌芽。但发展过程中

的最大遗憾就是古代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间出现了断

裂。虽然我国学者把“书院转学堂”看成我国近代高

等教育的发端，或称之为“第一次转型”，但实际上我

国书院与近代大学型态没有任何关联。因为古代书

院没有与近代大学实现“无缝对接”，或者说古代书

院没有成为近代大学产生的基石。当下有些大学是

在古代书院或贡院的旧址上办学，但从近代严格意

义上的大学制度或大学组织的视角审视两者之间的

联系，既看不到前者的基因，也看不到后者对前者的

继承，只是利用书院旧址办学拉长了学校的校史。

如果一定要从“转型”的视角审视古代书院与近代大

学的“联姻”，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诞生则是“西方

书院”向近代大学转型的一个案例，我国古代书院却

没有完成这一转型。我国古代书院没有与近代大学

实现“无缝对接”，也就相当于放弃或失去了构建本

土化大学型态的机会和根基。

从源头上看，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型态有

如下来源：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清政府、民国政府

及其地方政府办的公立大学，民族企业家、买办资本

家、地方军阀办的私立大学。虽然这些大学的举办

者和管理者不同，但创办的大学基本上都是西方大

学模式。如果对我国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学型态进行

深入考察，甚至可以发现这些百年大学有不同西方

国家的大学烙印，其留痕的深浅程度，主要取决于办

学之初的大学校长是从西方哪个国家归来，这是一

个被学人忽略的文化现象。

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型态的形成有自

己的生成逻辑。从发展模式上看，我国近代高等教

育体系和大学产生伊始，就没有摆脱过西方影响。

无论是在“移植”阶段还是在“消化”阶段，普遍缺乏

对“舶来品”的改造，一直对“移植”的西方大学模式

情有独钟。如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对欧美大学的模

仿，大约有 50年历史，是后发外生型国家普遍采用的

做法，教师队伍主要是以欧美学成归来的学者为主，

或者以国外教师为主，无论是教学语言还是教材，都

是以西方大学为蓝本，乃至给人一种国际化程度很

高的印象。其实，这是后发外生型国家高等教育起

步的普遍现象，是不得已为之的选择。第二个阶段

主要是对苏联高等教育的“学习”，有 17年历史。与

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照搬”，且是主动、完全、彻

底的“照搬”，从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到学

校组织、制度安排，再到微观的教学层面，都带有典

型的计划经济色彩。从此，民国时期的几类高校都

发生了巨大变化，教会和私立大学全部消失，此时的

大学型态与民国时期的大学型态完全是两个不同类

型，这些改造后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型态奠定了新中

国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模式的根基。第三个阶段有

40年历史，主要是“重拾”西方大学模式尤其是美国

大学模式。如 20世纪 80年代初，我国个别高校开始

探索学分制、辅修制、转专业、双学位等制度。此探

索既可以说是对第二个阶段苏联模式的“修正”，具

有强烈的摆脱意味，也有走出实践困境的考量。法

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前

言中指出：“为防止把过去的任何东西带进新社会，

他们高度警惕；为迥异于前辈，他们给自己设立了种

种限制；为了让自身面貌焕然一新，他们不遗余

力。”［1］我国古代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间的“断裂”以及

民国时期的大学与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模式之间的

“断裂”，恐怕就属于此类现象，其中的许多经验和教

训值得总结。

大学转型是一种制度变化，与经济活动的转型

有许多相似之处，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 20世纪 80
年代针对我国经济活动转型，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

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2］。在他看来，所谓制度

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

的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包括中央政府

或地方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

度变迁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经济行为主

体（如农民、居民、企业等）为主体、自下而上进行的

一种制度变迁类型。

借用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我国高等

教育三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或对其具体的大学型

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个阶段的高等教育体系

或大学的产生，既有外国力量的文化侵入色彩，也有

社会变革的自我觉醒，但总体上属于“诱致性制度变

迁”，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二个阶段属于“强制性制

度变迁”，故对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型态影响极深极

15



2021年第10期 中国高教研究

大，今天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的许多制度安排、大学

型态以及当下我国大学转型遇到的一系列困境，都

与第二次转型形成的大学型态紧密相关，并且这种

苏联模式已经渗透到了大学的文化和基因里，而且

是几代人的基因。第三个阶段是自发的“自下而上”

的模仿，可称之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因为改革开

放后在国家管理层面，从来没有提出学习西方大学

模式的要求，完全是高校的自我探索和选择，具有

“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性质。其实，对我国高等教

育和大学而言，无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

致性制度变迁”，都是一种路径依赖。

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为解释大学转型提供

了一个视角，即大学转型是打破原有制度的平衡过

程，是重新配置资源的过程。尤其在社会快速变革

的背景下，相对稳定的大学型态到了一个新的发展

节点，往往都会遇到发展的“临界点”，即大学的功用

性开始降低。到了这样的阶段，大学转型就成为必

然。世界大学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今天

探讨大学转型发展，就是新时代构建高质量高等教

育体系的“反思性实践”，即反思历史上形成的高等

教育体系和大学型态是否到了发展的“临界点”，是

否需要创新新时代的大学型态，反思西方大学模式

与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的矛盾，反思大学转型发展的

经验与教训。在我国今天探讨大学转型发展，已经

不是要不要“转”的问题，而是向何处“转”的价值判

断和道路选择。

一个国家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型态，首

先表现为独特的地域特征，其背后还有独特的制度

特征、组织特征、管理特征、文化特征，这些特征总体

上呈现的是“本土化”元素。今日看我国大学转型不

应仅仅停留在中国的视野，而要放在世界视野看不

同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大学型态。如对被西方

殖民地化的国家而言，其高等教育从起步之初，就直

接进入了西方大学的轨道，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就不

存在转型的问题。殖民地国家对西方高等教育经验

采取一种“仰视”心态和“囫囵吞枣”的照搬照抄。这

种不加鉴别的“拿来主义”心态和惯性，依然影响着

许多殖民地国家的大学转型发展。我国近代高等教

育的发展道路似乎也没有躲过这一“定律”，但到了

中国发展的新时代，走自己的路已经是必然选择。

经过百余年的模仿和学习，我国高等教育究竟

从西方学到了什么？继续沿着“舶来”的西方模式走

下去，是否能够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

展道路？是否能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显然，我国

对于西方高等教育模式模仿的多，消化的少；照搬的

多，改造的少；千校一面、同质化成为社会诟病大学

转型发展的代名词。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

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

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3］历史经验已经提示我

们：走西方尤其是美国高等教育之路行不通，因为国

情、制度和文化等截然不同。另一方面，继续走苏联

高等教育之路也行不通，因为我国当下大学转型遇

到的种种困境和阵痛都与其相关。未来的道路和模

式选择应该是在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比较之后，寻

找一种新的教育型态。这种型态既不是西方教育尤

其是美国的简单翻版，也不是苏联专业教育的再版，

而是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方

案，它既是一个大国方案，也是一个强国方案。

二、西方大学型态在我国的困境与博弈

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和大学型态演进

的历史梳理，可以说我国今日之大学型态，简单与复

杂并存。说其简单，是因为几个发展阶段的边界及

时间节点十分清晰，与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变

迁高度雷同，从“移植”西方模式到“照搬”苏联模式

再到“重拾”西方模式；说其复杂，是因为当下的高等

教育体系和大学型态缺乏“本土化”特征，尤其是“中

国特色”不够鲜明，许多做法是苏联模式与西方尤其

是美国大学模式并存，可以称之为“混搭”现象，这些

现象已经在引发大学转型的一系列阵痛。现举

几例：

（一）对学年制和学分制“混搭”的反思

学年制源于苏联，学分制是美国大学的产物。

民国时期的大学实行的是学分制，蔡元培校长在北

京大学率先进行了选科制试验，郭秉文校长在东南

大学进行了选课制改革。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

《壬戌学制》，从制度体系上把选课制和学分制引进

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学

分制从占主导地位到与学年制并存，并很快退出了

历史舞台，学年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教学管

理的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后的 20世纪 80年代初期，

个别高校开始试行学分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

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4］2010年颁布的《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再次提出“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

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5］。但直到今天，能够实现

“完全学分制”的高校凤毛麟角，大多数高校是“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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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制”。虽然这种“学年学分制”形式上以学分作

为学习量的计量单位，也给予了学生一定程度的学

习自由，允许学生在一定范围内选修一定比例的课

程，但实际上依然按照教学计划统一开课、统一教

学、统一毕业，并未实现真正的弹性学制和自由

选课。

为何我国一直倡导的学分制就是行不通？其中

既有教育观念和教育惯性的束缚，也有现实国情的

困扰，主要原因则是学年制在我国深耕了 17年，早已

经渗透在大学教学管理的骨髓，已经形成了强大惯

性。而学分制是以学分为计量单位，衡量学生学习

量和毕业标准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这一制度是典

型的西方经验，其基础和核心是选课制。从学分制

本质看，它包含了学生选择专业的自由、选择课程的

自由、选择教师的自由和选择学习进度的自由。学

分制中任何一种“自由”的实现，以及四种“自由”的

全部实现，对教育资源配置提出的是更高或完全不

同的要求。学生选择的自由度越大，对教育资源的

需求就越大。而我国现实国情是一个人口大国办高

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还不是很充分，教育教学资源

也不是非常充足，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只

是实现了多数人上大学的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以

学生为中心”倡导的学习选择权。我国与西方大学

相比，生师比比较高，班级规模比较大，这就是中国

高等教育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和现实国情。这一现实

条件的制约，并不是说不要进行学分制改革，只是表

明走向真正的学分制还要一个过程。因为学分制改

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实现学生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

以及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重要举措，只有在正视客

观条件的前提下，尽可能破除影响学分制的人为制

度障碍，如学科专业壁垒、课程资源共享壁垒、教师

资源共享壁垒等，才能真正从制度层面实现“以学生

为中心”的学分制。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我国这样一

个人口大国，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过渡阶

段，在高等学校整体办学条件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大

多数高校还不具备实行完全学分制的条件，学年学

分制仍将长期存在。

（二）对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混搭”的反思

专业教育源于苏联，通识教育是美国大学的产

物。民国时期的大学普遍实行的是通识教育，新中

国成立后的人才培养模式走上了专业教育之路，且

一直延续到今天。问题的关键是专业教育之路还要

坚持多久？在多大范围内坚持？今天在我国已经出

现了大学生所学专业与就业岗位之间越来越低的

“匹配度”，大学生对双学位、主辅修的要求日益强

烈。但我们对专业教育的不离不弃，导致了今天满

足学生意愿以及推进跨学科教育的艰难。

西方国家的本科教育已基本定型，通识教育思

想始终贯穿于本科教育全过程，形成了以通识教育

为主、专业教育为辅的人才培养模式，我国尽管经过

了近 20年的通识教育改革，但由于高校教学管理制

度的根基仍然是苏联的底子，界限分明的学科专业、

课程体系壁垒、专业教育惯性和教学传统根深蒂固，

使得通识教育改革只能在专业教育框架内进行试

验，并没有从整体框架体系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

改革方案。

近年来，国内高校掀起了一股“通识教育热”，试

图通过增设通识教育课程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

破除过度专业教育的弊病，强化对学生的文化素质

教育和心智人格教育。但经过多年实践后，通识教

育课程设置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理想。厦门大学课

题组通过对 111所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分析发现，其中

有 88%的高校把原来的公共课程列为通识课程，绝

大多数高校课程设置仍然以专业课程为主，通识教

育课程占的比例很小，且质量不高。此外，专业课程

与通识课程缺乏合理有效的衔接。

通识教育的核心是体现本科教育基础化，或者

说在本科教育阶段尽量避免过早让学生进入专业教

育，尽可能给予学生基本知识、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

和基本方法训练，并在核心价值观上给予学生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哈佛大学

在过去 150年的时间里，围绕通识教育进行了多次重

大课程改革，每次课程改革核心都是围绕着“教给学

生什么知识”“如何有效地组织知识”这一主线展开，

由此奠定了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基本模式，即本科

教育阶段形成了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两个阶段。显

然，植根于西方化的通识教育，与我国大学长期形成

的专业教育有天然的“排斥反应”。究竟以什么样的

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构建我国“本土化”的通识教

育？也需要一个漫长过程。

（三）对本科生院和书院制“混搭”的反思

近些年，国内部分高校开始设立本科生院和书

院制，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 51所高校成立了 148所
书院。尽管名称上沿用的是“书院”，但从其改革目

标而言，则是寄希望以西方书院制为“样板”，进而推

动学生管理制度乃至教育教学模式进行改革。然而

在实施过程中，无论组织机构、活动设施，还是文化

活动等方面，这些高校的书院制只是徒具西方“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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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和中国古代书院的制度与空间形式，无法像欧

美高校那样在人才培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西方大学书院制的产生，与我国古代书院的功

能相似，但西方书院与近代大学融为一体后，经过百

年发展，其功能开始发生变化，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基

点，通过实行导师制对学生进行全方位指导服务，以

学生生活社区为空间载体，实施学生混合住宿、促进

不同专业学生交流学习的一种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所以，从西方书院制的型态看，混合住宿是基础，不

同专业学习交流是核心，导师指导则是主导。随着

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多，集中住宿人数减少，这一

传统的书院制度逐步让位于更为宽泛的本科生院制

度，如哈佛学院、耶鲁学院等。从这一意义上说，在

西方，书院制是古典精英教育的“象征”，本科生院是

西方现代大学的“象征”，它们都是建立在大学生事

务管理人员高度专业化基础之上，通过长期实践、调

整和改进而形成的成熟的学生管理制度。在传统古

典大学，由于有资金支持，至今依然保持着这一传

统。所以，就书院制发展的历史而言，可以把世界范

围的“书院制”划分为四个类型或层次，即 1.0版的书

院制、2.0版的书院制、3.0版的书院制和 4.0版的书院

制。1.0版的书院制是指牛津剑桥的书院，2.0版的书

院制是指美国的书院，3.0版的书院制是指我国香港

等地区的书院，4.0版的书院制是指我国当下一些高

校推行的书院。

我国目前推行的本科生院和书院制，各校的动

因并不完全一致，其做法也有较大差异，效果更是有

待检验。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才培养模式没有真正

深度改革的情况下，在教师没有跨学科聘任的情况

下，试图让学生率先开展交叉并不现实。特别是在

导师制没有跟上去的情况下，这种书院制只能是一

厢情愿。因为这一制度没有解决书院制度在学生教

育管理中发挥的基础性、全面性和主导性作用。相

反，传统管理模式下的一些较好的制度，如班主任制

度反而被淡化。我国大学生是世界上住宿比例最高

的国家，完全可以把我们的宿舍制度改革成为新时

代书院，即 4.0版的书院。也就是说，书院制改革如

果不与人才培养模式和学生管理制度改革配套推

进，充其量只是学生管理制度的一种改进，其改革的

必要性和成效如何，仍然有待于实践检验。

以上只是简单列举了部分西方经验在我国遇到

的困境，实际上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远不止

上述困境，这些困境既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大

学管理中的反映，也是苏联大学模式与西方大学模

式的矛盾冲突，也可以说是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

型带来的冲突，并造成了大学转型发展中的“夹生

饭”现象。人们常说的高等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深

水区”，其根源就是苏联模式与美国模式两种模式间

的博弈。这些深层次的博弈，看似表现在制度层面，

其实背后的东西更为复杂，其中许多制度安排、组织

架构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矛盾相关。抛开历史

和大背景的因素，仅从高等教育和大学转型的视角

思考，其原因就是在“移植”过程中忽略了哪些“西方

经验”适合中国的文化与土壤，哪些西方经验可以成

为中国经验，历史上“移植”来的西方做法，哪些已经

达到了“天花板”，哪些做法在“移植”之初就属于选

择性“失明”。其实，人们对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规

律早已有了共识，即高等教育并非简单的器物，“它

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6］如果我们不考虑自身的国

情尤其是文化传统，只是将西方大学经验简单地照

搬过来，必然会产生各种水土不服现象。

三、走出西方大学模式的路径依赖

到底什么是适应我国国情和体现“本土化”的高

等教育体系和大学模式？且这种模式能够达到“领

跑”的目的，无论是在学界还是管理层，似乎都没有

形成高度共识，更谈不上解决方案。说到底，我国高

等教育和大学在转型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境，主要

还是没有跳出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怪圈，在不知不

觉中已经形成了“西方思维”和“西方标准”，把西方

大学的发展路径或具体做法当成模板，往往看西方

大学模式的优点多缺点少；看结果多，看过程少，在

借鉴和学习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教条主义和形式

主义。

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崛起过程中移植、模仿和学

习西方经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但只有经过消

化、改造和创新，才可能避免那些在西方曾经有效的

“高等教育经验”在本国出现“水土不服”乃至“异化”

和“错位”的现象。后发外生型国家的高等教育在起

步阶段的路径依赖是不得已而为之，可以称之为“纵

向的路径依赖”，但经过若干年之后，尤其是到了必

须转型的时代，还是在已有的框架内进行修修补补，

或者继续到西方国家找参照系，这也是一种路径依

赖，可以称之为“横向的路径依赖”。此种现象表明，

历史上的“纵向依赖”已经渗透并形成了转型时代的

路径依赖。

我国今天讨论大学转型发展，就是要避免潜意

识中的“横向路径依赖”。近年来不论是在我国高等

教育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不知不觉地出现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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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概念，如“以学生为中心”、成

果导向、STEM、IQA等，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思维模

式和大学转型发展的心态，明显的是对西方大学的

“横向路径依赖”，只是路径依赖的对象从欧洲或苏

联转向了美国。我国百年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已经

证明：无论是美国模式还是苏联模式，都已经无法适

应我国国情，无法让中国的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引领

世界。

大学是世界上最保守的组织机构之一，对西方

大学的推崇已经成为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普遍现象，

中国也不例外。但是，西方经验在中国出现的水土

不服，远远地超过了其他后发外生型国家，这就需要

从“普世”与“特殊”的视角思考问题的根源。对我国

而言，在目前大学转型过程中设定的目标型态可能

只是想象中的西方模式；我们所追求的普世，不一定

是真正的普世，只是一个发展阶段的普世，是在西方

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普世。在我国现有的

国情和制度环境中，大学不可能转型成为一种纯粹

的西方普世型态，而应在我国国情基础上开辟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和模式。相比西

方大学，我国大学转型发展是基于本土文化的发展，

是依赖国家“制度优势”和相关政策的转型发展，其

路径一般遵循“政府—学校”的线性顺序。由于“西

方经验”与中国国情是基于不同的土壤和文化，东西

方拥有不同的认知范式，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遵循

的是不同的逻辑路线，所以一定会出现“思想”与“行

动”的断裂［7］。这就促使我国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政策

制定者需要对“西方理论”与“政策”的关系进行全面

反思。

我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相比，有一个发

展的“时间差”，既是历史上的时间差，也有观念和制

度乃至文化上的时间差。虽然近年来的高等教育国

际化已经抵消了部分时间差。但有些时间差只能经

过岁月洗礼才能弥合，有些时间差甚至永远无法弥

合，如文化和体制的冲突、惯性和改革的冲突、渐进

与激进的冲突等。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转型

发展，已经从制度层面深入到了文化层面，已经从修

修补补到了“外科式手术”阶段，然而由于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尤其是长期形成的路

径依赖，人们已经喜欢到西方去找参照系，即使明明

知道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有较大的冲突，也还是

摆脱不了历史上形成的路径依赖。打一个简单的比

喻，当我们的大学尚处于“三十而立”时，模仿“五十

知天命”的状态，不但无法真实认知发展的阶段“心

理”，而且可能会让我们错失许多发展机遇。

总之，无论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时差”现

象，还是高等教育理念与改革实践之间的“错位”现

象，说到底都是因为长期的路径依赖所致。我们今

天依然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但今天看“普世”的西

方高等教育经验与历史上的“移植”已经完全不同。

历史上的“西方经验”本身就是西方历史的产物，有

其历史局限性。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高质量发展

阶段，我们几乎尝试了历史上西方大学的主要做法，

我们今天已经有能力反思：我国学习西方大学模式

近百年，究竟学到了什么？消化了什么？自己做了

什么？其实，西方高等教育经验并不是完美的现代

化经验，也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化方案，是高等教育

现代化的一个“驿站”而已。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大学转型发展提供了时代

契机，但我们似乎才真正感受到形成“中国特色”高

等教育之艰难。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和大

学型态的历史梳理，对当下的大学转型可以做出如

下判断，即主要面临三种力量的博弈：计划与市场、

制度与文化、美国模式与苏联模式。当前我国大学

转型的阵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形式上的“美国模式”，骨子里的“苏联模

式”。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大

量调整与改革，但始终也没有跳出“苏联模式”的框

架。摇摆于美国与苏联高等教育之间。第二，形式

上是制度问题，骨子里是文化问题。欧洲大学进入

美国，没有遇到强大的本土文化的抵制，在我国则不

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在一定程

度上忽视了中国传统的力量。虽然西方大学进来

了，但本土文化的力量并没有消失，只是暂时受到

“压抑”或在另外一个时间节点以另外一种型态呈现

出来，如学历社会、文凭至上等。第三，形式上是管

理问题，实质上是方向不明。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

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实在太快，由于追求数量与规模

的扩张，忽视了转型发展以及如何走“自己的路”这

一重大命题。实践已经证明：我们不可能单纯依托

西方高等教育经验来发现有价值的中国高等教育路

径。在这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

代里”［8］，更有必要对“中国问题”进行“中国话语”的

体系化分析，为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转型夯实基础。

四、结语

大学转型发展有规律，其一是重新认识国情与

本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有独特的历

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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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高校。我们要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

向未来，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9］其二是一个面对自

身短板的自省，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亨廷顿

认为：“如果非西方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

从自己国家的内部寻找现代化的动力和根源。”当一

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时，其高等教育模式应该

具有世界影响力，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引领作

用。真正起到引领作用，就必须摆脱历史上形成的

“纵向路径依赖”和目前潜意识里的“横向路径依

赖”，就要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我们应该看到，

世界高等教育从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大学转型发

展的“冰河期”早已解封。进入 21世纪以来，这一步

伐不断加速，我们需要有足够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

（邬大光，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甘肃兰州 730000；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教

授，福建厦门 361005；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 1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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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Out of the Path Dependence of Universities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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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has its inherent logic of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When a country’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r a university hopes to become the“vane”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t generally follows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from “transplantation” to“reconstruction” to

“innovation”.“Transplantation”is the process of introduction,“reconstruction”is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digestion,“innovation”is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Starting from history,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flects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pattern”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races
the“grafting”and growth of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models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basic rules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refore, completely copying the western university model
has been unable to achieve the mission of building a 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getting rid of the

“path dependence”on western universities as soon as possible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y transforma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stern experience; path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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